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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海洋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近岸海洋资源趋紧、海洋环境污染加剧,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海洋资源

环境过载问题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体现在:(1)对海洋资源环境承载

力的概念及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2)推动了海洋资源环境单要素承载力和综合承载力评价方法研究;(3)海洋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的综合应用。通过总结发现,当前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对象比较局限,反映承载体与承

载对象之间动态关系的评价方法还较为薄弱。因此,在陆海统筹目标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集成评价需求下,海洋

分类评价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基于多要素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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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也是世界主要沿海国家拓展经济和社会空间的重要载体[1]。我国海洋资源潜

力巨大,随着陆域资源的不断消耗和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日益提高,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已逐渐成为我国当

前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的战略方向。近期我国海洋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海岸滩涂过度开发、围填海规模过大、浅

海生物资源减少、近岸海水水质恶化等负面效应在各地区却普遍存在,引起了学者们和决策者对海洋资源环境过载问题的高度关

注。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

域实行限制性措施”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2016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海洋局等 13部委联合印发《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法(试行)》,将海域评价纳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法体系中。2019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要求在“双评价”的基础上,科学有序统筹布局功能空间、划定空间管控边

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同年 7 月,自然资源部发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试行)》,提出了

海岸防护重要性和海岸侵蚀敏感性评价方法,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国家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方法指南以及规

划编制凸显对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的重视和迫切需求。与之相适应,学术界在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基本理论、评价指标

体系、量化方法等诸多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研究,积极对海洋资源优化配置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发挥科学支撑作用。本文通过广泛

文献调研,在总结提出基本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分别从承载规模测算与承载状态评价方法、单要素承载力与综合承载力评价以

及应用实践等角度讨论了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现状及研究重点,为国内更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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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鲜有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直接定义,与其含义比较接近的是海域承载力。国外海域承载力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水产品养

殖领域,它是指特定海域生物物理环境下所能承载的养殖强度与规模,相关研究方向大都集中于海洋鱼类、贝类等资源的承载力

及可持续阈值
[2-6]

。国内 2004 年狄乾斌等
[7]
首次提出了海域承载力的概念,它被认作是一种特定的区域承载力范畴,关注对象为特

定海域内的海洋资源、生态环境对人口、海洋经济的支撑能力以及海上和陆源污染物的承载能力[8]。随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

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日趋严峻,众多学者纷纷在海洋生态承载力[9-11]、海岸带综合承载力[12-13]、海岸带环境承载力[14-15]、海

域环境承载力[16]等领域做了延伸探讨与实证研究[17],从而对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承载体(海洋资源环境系统)、承载对象(涉海

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和外部环境(管理调控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理解[18]。综观已有研究成果,早期的概念要

么关注于特定海域范围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容量,忽略了海岸空间资源对沿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要么注重于海陆交汇

带资源环境综合考量,弱化了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承压贡献和承压阈值。近期的概念及内涵虽然突出了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在

“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耦合系统中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但对承载体、承载对象的表达有待量化。鉴于此,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定义为: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以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

为原则,一定区域的海洋资源环境条件在该区域范围内所能支撑的最大人口数量与经济规模。它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海洋资

源环境子系统的供给能力,即海洋资源承载力和海洋环境承载力的大小,此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承压部分;二是人海经济子

系统的发展能力,即海洋所能维持的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此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压力部分。 

2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进展 

2.1 单要素总量测算方法 

2.1.1 海洋渔业资源量估算 

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空间资源是对人类发展起到主要限制性作用的海洋资源。就海洋生物资源承载力评价而言,其首要任务

是估算海洋渔业资源量。测算途径主要有两大方面:一种是根据渔业统计资料进行估算,例如利用Logistic模型、剩余产量模型

等计算资源量与最大可持续产量。Logistic 数学公式由比利时数学家 Verhulst 于 1838 年首次用于描述一定种群生物量的增长

趋势,此后被 Graham[19]推广至渔业科学,用以表达一定环境条件下单种群渔业资源的负载容量。1954 年美国生物学家 Schaefer

根据海渔资源的生物特征及生态特性创立了其种群的基本模型,即 Schaefer[20]剩余产量模型,后为很多学者采用和改进。剩余产

量模型(surplus production model)又称总产量模型,它把资源群体的补充、生长和自然死亡综合起来作为资源群体大小的一个

单变函数进行分析[21],数据要求仅需要年总渔获量和捕捞努力量(或单位补充量渔获量),特别适合对不易鉴别渔获物年龄或不易

区分渔获物组成的渔业资源进行评估[22],但主要针对海洋捕捞分析。目前常用的 Walters-Hilborn(W-H 模型)[23]、Schnute 模型
[24-25]

、D-Fox 模型
[26]
和I-Fox模型

[27]
均源自 Logistic 模型变形而来的 Schaefer 剩余产量模型

[28]
。 

海洋渔业资源量的另一种测算途径是根据调查资料进行估算,例如扫海面积法、标志放流法、初级生产力法等。扫海面积法

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资源量评估方法,适用于资源大面调查结果的资源量评估。它根据拖网单位时间的扫海面积和单位时间

拖网渔获量来估算单位面积内某种渔业资源的绝对数量[29-30]。标志放流法即用各种标记法对鱼进行标志后放入水中,然后根据重

捕结果估算群体的数量[31]。初级生产力法是根据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原理,估算某一种群(或群体、物种)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生命

物质量。常用的初级生产力模型包括营养动态模型[32]、Cushing 模型[33]以及 Tait 模型等[34-35]。 

2.1.2 海洋环境容量估算 

不少研究认为环境承载力等同于环境容量,即区域环境系统的纳污能力[36],因此海洋环境容量核算成为海洋环境承载力评价

的重要组成。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开发和改进海洋环境容量的测算方法,比较主流的有标准自净容量法、水动力交换法、分

担率法、最优化法等。标准自净容量法又被称为均匀混合法,它将目标海域海水视为一个污染物混合均匀的箱式水体,海洋环境

容量在数值上等于污染物标准自净容量与标准蓄存量之和。标准自净容量法的优点在于计算方法简单,但它只适用于面积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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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比较均匀的海湾水域,不适用于面积较大、潮流作用较强的海洋水体,也无法计算体现单一污染源的污染物分配容量[37]。水

动力交换法可以被看作是标准自净容量法的简化方法,主要针对海域面积小、水动力输运能力强的情况。该方法计算方便、便于

操作,但因考虑因素过于简单,实际应用的结果往往存在较大误差
[38]

。分担率法是在污染源调查和水质监测基础上,采用数值模拟

方法,求得各个点源的响应系数场和分担率场,进而根据水质目标及现状浓度求得主要污染源和控制单元入海污染物的环境容

量。分担率法具有容易理解、应用简便等优点,浓度场模拟不需太长时间且对所有排放源资料掌握全面,就能够得到比较稳定的

响应系数场和比较准确的分担率场,但它忽略了在一定的排污布局下排污量可以在各污染源间合理分配的情况[39]。最优化法则是

将海洋环境容量计算归纳为线性规划问题,一方面要求目标海域各水质控制点海水满足一定等级的国家海水水质标准要求,另一

方面要求通过优化各污染源的入海负荷分配率使各污染源允许的入海负荷之和达到最大[40-41]。最优化法在数学上能够得到各个污

染源允许排海通量之和的极大值,但在求解过程中有时会得到某些排污口的允许排放量为零的情况,而现实又不可能把现存排污

口完全关闭,因此需要从经济发展、生活需求等角度对各污染源的排放量限制进行改进
[42]
。 

2.2 承载状态评价方法 

2.2.1 状态空间法 

状态空间法是欧式几何空间用于定量描述系统状态的一种有效方法,通常由表示系统各要素状态向量的三维状态空间轴组

成[43]。在人海资源环境系统表达中,处于理想状态的承载状态点即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状态空间中的位置,表示在现有经济技

术条件和人类认识水平前提下,以可持续发展为准则,海洋资源环境所能支持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量。由于现实的海洋资源环

境承载状况同状态空间中理想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并不完全吻合,现实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状况与理想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

力往往会产生一定的偏差。状态空间法能够较准确地判断某区域某时间段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但定量计算过程较为复杂,构

建承载力曲面较为困难,且对于标准状态的确定方式较为主观
[44]
。 

2.2.2 供需分析法 

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利用资源环境的供需状况来反映其承载水平,定量方法主要生态足迹法、AD-AS 模型

和差量法。生态足迹指在特定的人口数量和特定的物质消费水平下,提供资源消费并吸收废弃物所需的生产性(承载性)陆地和水

域面积[45]。陆域生态足迹在计算中被折算成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和水域面积的总和,海域生态足迹在计算中被折算成为生物生产

性海域面积[46]。该方法能很好地展现全球生态环境承载力、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负债情况以及比较不同人群的生态消耗,但对于

涉及跨区占用的情况,它无法反映本地生态环境的承载状态[47]。AD-AS 模型(即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是凯恩斯主流派—新古典综

合派用于分析国民收入决定的一个工具
[48]
。结合这一模型对海洋资源环境系统的供给量与人类对海洋资源环境系统的需求量进

行分析,可计算得到海洋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水平[49]。差量法是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对各种资源需求量之间的差量关系和该地区现有

环境质量与当前人类所需环境质量之间的差量关系来衡量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50]。该方法简便易行,但忽略了各要素间的相互影

响以及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等因素对承载力的影响。 

2.2.3 指数评价法 

指数评价法指选取反映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生态状况的关键指标,根据指标间的相互关联和重要程度,建立区域复

合系统层次结构的指标体系,并在统一的标准下,对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不同时间的承载力进行量化评分,分析区域承载力空间

差异或时间变化情况,逐层累加得到反映区域承载状况的承载力指数,并得出承载力水平“高”“低”等评价结论[51-52]。 

3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进展 

3.1 单要素承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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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评价 

国外专门针对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的评价研究不多,且侧重于海洋捕捞资源量估算和海水养殖容量估算
[53-61]

。国内学者最常

采用非平衡剩余产量模型进行海洋渔业资源评估,例如许友伟等[62]、杨洋等[63]、ZHANG 等[64]通过非平衡产量模型直接估算了某一

时期不同地区的最大持续产量,而另一些学者则讨论了剩余产量模型中水温、环境、形状等参数对某一区域特定海洋渔业种群资

源评估结果的影响[65-67]。在海水养殖容量估算方面,根据研究范围的侧重点和复杂性,养殖容量可被划分为物理养殖容量、产量养

殖容量、生态养殖容量和社会养殖容量 4 个功能类别[68-69],其中,与海洋资源承载力含义相关联的是产量养殖容量[70]。近年来,国

内外学者主要在海水网箱、筏式贝类、滩涂贝类、底播贝类以及大型藻类等生物资源养殖容量评估方法及应用中取得了研究进

展[71-76]。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除了受海洋渔业资源供给能力的影响,还跟人类对海洋渔业资源的需求程度有很大关系。不同种类

或相近种类之间的营养成分含量不尽相同,而不同生活水平下人均所需营养成分的标准也有所差异,因此,一些学者运用食物营

养转化模型,首先将某一国家或区域的海渔产品折算成食物营养总产量,然后参照不同地区居民膳食营养摄入标准,估算海洋渔

业资源人口承载力[77]。 

3.1.2 海洋空间资源承载力评价 

海洋空间资源承载力评价是海洋资源承载力研究的一部分,在内容上与海岸带资源承载力、近岸海域资源承载力研究存在一

定的交叉。以往研究多数从承载状态、承载水平等角度展开探讨,而从海岸滩涂、岸线资源、港口资源、海域资源承载规模入手,

尤其是针对海洋空间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的研究比较缺乏。2016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方法”是当前国内较权威且应用最广的

海洋空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方法。不少学者以此为参考开展实证研究,例如:卫宝泉等[78]构建了海洋功能区允许的海岸线开发

利用强度标准及海岸线人工化指数,并在江苏省海域划定 13个评价单元开展评价研究;张晓昱等[79]选取连云港沿海 3个县(区)为

评价单元,开展了海域空间资源、海洋渔业资源、海洋生态环境和海岛资源环境 4 项要素的基础评价研究;孙倩等
[80]
对长江经济

带邻近海域承载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 

3.1.3 海洋环境承载力评价 

国外鲜有以“海洋环境承载力”为关键词的相关研究,而国内海洋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81-85]

和海岸带环境承载力[86]领域。从“容量”角度出发,针对海洋环境容量的测算方法及应用研究较为丰富,例如:龙颖贤等[87]建立北

部湾三维潮流水质数学模型,计算了北部湾近岸海域 24 个主要排污口 COD、无机氮和石油类的环境容量;王君陛等[88]结合海洋环

境容量研究案例,对海洋环境质量的评价方法以及环境容量的“本底浓度”确定进行了探讨;杨常亮等[89]计算阳宗海总磷环境容

量,解析阳宗海总磷变化规律及总磷超标原因;姜恒志等
[90]
计算马家咀排污口的混合区面积及污染物浓度响应系数,测算马家咀

排污口近期和远期环境容量;余静等[91]、王长友等[92]和翟大顺等[93]也做了类似研究。 

3.2 综合承载力评价 

3.2.1 海域承载力评价 

海域承载力是衡量海洋资源环境能否支持海洋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其评价的关键步骤之一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在众

多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构建方法中,“压力—状态—响应”(PSR)指标框架能够较好地反映自然、经济、环境和资源之间相

互依存的关系,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认可[94-95]。随后出现的驱动力—状态—响应(DSR)、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以及驱

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等多种变形的结构模型,都是对 PSR 框架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96-97]。除此之外,从压力、

承载体和区际交流3个维度挑选指标,并利用状态空间法进行海域承载力现状评价的做法也较为常见,例如:狄乾斌和韩增林[98]对

辽宁海域承载力的承载现状分析,李志伟和崔力拓[99]对河北省近海海域承载力的现状评价,许冬兰和李玉强[100]对我国全域海洋生

态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分析,等等。还有一些研究则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和科技管理等方面选取评价指标及确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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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然后对区域海域承载力水平进行了评价[101-102]。 

3.2.2 海岸带承载力评价 

海岸带是人类生息和活动的地球关键带,评价海岸带区域的承载能力是促进沿岸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科学手段。

我国当前主要是针对海岸带承载力的某些方面(如海岸带生态承载力[103-104]、海岸带土地承载力、海岸带旅游承载力等)进行研讨,

尚未开展对海岸带综合承载力理论体系、评估方法和判定标准的系统研究,但在海岸带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海岸带可

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等方面也做了有益尝试[105-106]。例如:刘康和霍军[107]、苏蔚潇[108]根据 PSR 模型构建了海岸带承载力评估指标体

系;蔡悦荫[109]借鉴以辽宁省海岸带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为代表的海岸带相关指标体系,构建了海岸带综合承载力评价体系;苏盼

盼等
[48]
和韩美等

[13]
在构建海岸带生态系统综合承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别对舟山市海岸带和东营市海岸带区域进行了

应用示范研究。 

4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应用 

4.1 海洋空间布局优化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是引导资源空间配置向可持续性转变的重要依据[110-111],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可最具体地支撑海洋

空间布局及海洋产业管理等应用需求。任新君[112]通过构建海域承载力与海水养殖业布局的内在作用机理模型,提出了优化青岛市

海水养殖业布局的政策建议。王启尧[113]研究了包括海洋养殖渔业在内的临海产业布局与海域承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并基于海域

承载力视角提出“区域分块布局、协调发展”的优化建议。于谨凯等[96,114]利用海洋渔业空间布局合理度评价模型和响应面法分

别进行了海洋渔业空间布局合理度评价和海洋渔业空间布局适应性优化,同时对山东半岛蓝区作了实证分析。单春红和林羞月
[115]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山东省养殖海域承载力和海洋空间资源利用之间的协调度。 

4.2 海洋产业规划 

服务于海洋产业规划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海洋产业发展对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研究,例如:

滕欣等[116]运用灰色综合分析和关联模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天津区域承载力与海洋产业集聚水平的动态效应;狄乾斌等[117-118]运

用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测度了辽宁省海域承载状况与海洋产业结构水平的匹配度,以及运用中国沿海 11 个省市

1996—2014 年的海洋产业结构和海域承载力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对海域承载力存在正负向影响程度不同且

存在明显差异。二是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条件下的海洋产业规划研究,如基于纳污海区的自净规律,计算受纳水体的海洋环

境容量并将计算结果用于涉海区域规划[119]。 

4.3 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承载力研究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协调好海洋与人类经济活动关系、实现海洋可持续发

展,是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最终目标。韩增林等[77]从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辽宁省海洋水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对海域承载力问题做了初步探索。王恩辰[120]从海域综合承载力的角度,对环渤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及渤海海域生态环境状态的可

持续协调发展进行了定量研究。王萌和狄乾斌
[121]

采用熵值法测度了环境渤海地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郑

金花和狄乾斌[122]采用改进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 2000—2014 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

海域承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 

5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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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从单一到综合、从静态到动态、由外在表象到复合系统内

在机制的发展过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趋于多样化和系统化[123]。对于沿海地区而言,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各要素之

间的交互关系更加复杂,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不仅有助于衡量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而且有助于调控优化“生态、

生产、生活”空间布局,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18]。然而,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当前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对象

比较局限,缺乏不同尺度、不同范围内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较为薄弱,

难以量化承载体与承载对象之间的动态关系。今后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不仅需要突破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阈值界定、

关键参数率定及定量评价技术,更重要的是服务于陆海统筹目标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集成评价,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基于

多要素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技术框架,保证海洋分类评价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综合集成的技术支持。本文提出的研究思

路与具体步骤如下:(1)以人口和经济规模为承载对象,分别筛选海洋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和海洋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构建多要

素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在现有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存量巨大且难以计量的海水资源、海洋矿产资源和

不可耗减、不可控的海洋能资源可被视为无穷大,对人类发展来说是非限制性因素,因而作为评价对象的海洋资源承载体主要有

海洋渔业资源和可供人类生产、生活和娱乐使用的海洋空间资源。海洋环境承载力的承载体是海洋环境。(2)利用渔业统计资料

和调查资料,测算海洋捕捞资源量和海水养殖容量。从人粮关系的角度出发,依据居民膳食营养摄入标准,分别测算海洋捕捞资源

人口规模和海水养殖资源人口规模。(3)从海洋空间资源与经济要素的数量关系角度出发,结合海洋空间资源供给能力、海洋产

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研究测算海洋空间资源经济规模(包括功能性用海经济规模和非功能性用海经济规

模)。(4)根据海洋纳污能力、污染控制能力与海洋功能区划水质管理目标,估算特定海域所能支撑的最大经济规模和生活人口数

量。一是结合产业排污控制总量、产业排污强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估算海洋环境对产业排污的承载能力(即海洋环

境经济承载力)。二是结合生活排污控制总量、生活排污强度等因素,估算海洋环境对生活排污的承载能力(即海洋环境人口承载

力)。(5)根据海洋资源环境单要素评价结果,按照“短板效应”原则开展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集成评价,即运用求最小值方法

确定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海洋资源环境综合经济承载力和综合人口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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